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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可谓中国画研究史上开创典范之作。尽管此书并非最早的中

国画史画论著作，其于体例上亦多有借鉴前人之处，然而这部书的出现却为画史画论之写作

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范本，自此之后的画史画论写作罕有脱出这部书所提供的框架和基本

观念。

《历代名画记》全书结构总体而言可分作两部分，即由一到三卷构成的总论部分和由四至

十卷构成的画人评传部分。对于这样的结构，研究者们历来多有关注，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譬如余绍宋认为，此书“大体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三为一部分，盖通纪画学及不能分述于传记

之事；卷四至卷十为一部分，则画人传也。作画史而不专为传记，识见已高人一等矣。其第一部

分所叙述诸篇，与正史书志体例略同。……其第二部分画人小传，叙述亦有史法……余谓画史

之有是书，犹之正史之有《史记》”①。对他而言，张彦远此书意在以史汉传统的方式为画作正

史，其前三卷与后七卷之间的关系，犹如正史书志与列传间的关系，从体例到记叙此书都具备

史书之特征，而非仅仅是普通的书画杂记著录作品，故其称“是编为画史之祖，亦为画史中最

良之书”②。

宗白华带着一种与西方艺术史比较的视角，也对此书之结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他看

来，“彦远的书名虽然是史，但是设有体系的论述。全书共十卷，自第四卷以下，是包括自轩辕

宁晓萌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代名画记》文本中抽取出“名画”这一概念，辨析其与“画”的一般意义间的差别，指出“名

画”才是《历代名画记》及大部分中国画史画论著作讨论的主题。由于“名画”概念本身并未在《历代名画记》乃至任何

一部画史画论著作中得到论题化的讨论，其所涵盖之范围亦较为含混，所以本文力图透过《历代名画记》对“名画”观

念的勾划与使用，来揭示出塑造此观念的各方面特质，并试图通过这些特质的梳理，使大家注意到这一未曾言明的

“名画”观念实际地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绘画作品的界定、评价、观赏，乃至画作自身形制的形成。

“名画”的观念及其美学意义
———以《历代名画记》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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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会昌时的三百七十二个画家的小传和品评，这就是纯粹‘史’的部分；自卷一至卷三，却是

十五篇专门论文……以结构论，我觉得也很像Winckelmann那部不朽的名著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那部书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称为艺术之本质的研究，第二部分才是狭

义的史，这便同是先有体系的论述，后有史了”③。宗白华此论看重的是此书的体系性。或许在

对史书写作的理解上他与余绍宋略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于前三卷的体系性论述中看到

了更接近艺术本质的研究，而非仅仅“通纪画学及不能分述于传记之事”。结合宗白华在同一

篇文章中对谢赫《古画品录》和姚最《续画品》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类著作中出现的

“艺术批评”性的写作是极为关注的④。故而在对张彦远贡献的评价上，他也刻意强调张彦远在

“批评”方面的自信，为之整理了在“批评方法”上的四个方面贡献，即：“有标准”、“在理论上要

求不矛盾”、“从笔迹论画”、“作时代划分的研究”，并指出此书中还有若干可作为模范的批评

片段⑤。宗白华的观点中带有很强的现代西方艺术理论以及康德美学的色彩，譬如对于“鉴赏”

与“批评”作为美学研究方式的关注，乃至对于“模范”的关注。或许用更贴近中国画史传统的

语言说，宗白华对此书的看法，是在画史之上格外看到了“品”的方面，认为张彦远的“品”较之

前人更具系统性，且对后人而言树立了画史与画品结合的典范。

阮璞在余绍宋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历代名画记》“以史传之书而兼具品第、著

录性质”。在他看来，“彦远是书凡十卷，前三卷为对绘画源流、事理、掌故之论述，后七卷为历

代画家之小传，以此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史传之书。余绍宋先生尝谓是书前三卷‘叙述诸篇，与

正史书、志体例略同’，其意盖谓匪但后七卷诸家小传为史传体裁之书，即其前三卷之论述诸

篇，亦莫不皆合于史传体裁也。此说诚具卓识，足可破彼误以前三卷为非史者之隘见。然窃意

犹欲更进一解者，是书于史传性质与体例之外，实未尽脱前次流行品第、著录之余风。无论就

是书全部结构而论，抑就彦远自言作意而论，是书实为一史传之书而兼具品第、著录性质者，

未可因近代目录学家竞以是书划归史传类，致使是书相对独立、各成体系之品第与著录两部

分为其所掩，而彦远当日用意精勤处，由此趋于晦昧也”⑥。由是观之，《历代名画记》作为画史

画论写作之典范，其关键不仅仅在于具体画家画作的记述评论，而更在于一种体例的创制，亦

即如阮璞所言，“史传之书而兼具品第、著录性质”的体例。从当下的视角看，正是在史传与品

第著录兼具的写作中，才恰恰适当地保存了中国画艺术作为历史、作为艺术作品及与这种艺

术特质不可分割的特殊的鉴藏流传之传统的特质。就全书而言，史传、品第与著录实际是具体

贯穿的，而其中，前三卷十五篇论述文字更近乎某种对于全书的系统性阐发。本文即试图通过

对《历代名画记》前三卷各篇对“名画”观念的塑造，探讨此三卷诸篇合为总论的系统意义，并

进而揭示“名画”的各方面特质。

一、“画”与“名画”

《历代名画记》前三卷主要由十五篇论述文字构成，即“叙画之源流”、“叙画之兴废”、“叙

历代能画人名”、“论画六法”、“论画山水树石”（以上卷一）、“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论顾陆

张吴用笔”、“论画体工用拓写”、“论名价品第”、“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以上卷二）、“叙自古

跋尾押署”、“叙古今公私印记”、“论装背裱轴”、“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述古之秘画珍图”

（以上卷三）。对此十五篇论述文字，研究者们的意见众说纷纭。譬如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

来，众多研究者认为十五篇中“叙历代能画人名”与后七卷小传颇有重复之嫌，故有“重出说”、

“脱简说”，而不少日本学者则以此书无序，乃提出将卷一“叙画之兴废”后半段自“彦远家代好

“名画”的观念及其美学意义———以《历代名画记》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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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至篇尾部分移置卷首作序⑦。此外又有诸多学者细考篇内文字，指出文中多处曲窜与谬误⑧。

这些意见反映出，此三卷十五篇论述文字的布排，又或者说整部书的结构，多少有些异乎寻

常，使得熟悉中国画史和各种典籍杂记的学者们面对这样的次序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尽管存

在着诸多争议，此书之编排结构究竟如何毕竟至今并无定论。故本文并不打算依从任何一家

之言论改变文本的结构，反而试图仅就现今能看到的文本原貌，去分析此十五篇论述间的关

联。

余绍宋称前三卷“通纪画学及不能分述于传记之事”，这种表述把前三卷分作了对画学之

总论和对其他无法于小传中记述之事的总结。观十五篇篇目可见，卷一的五篇 （“叙画之源

流”、“叙画之兴废”、“叙历代能画人名”、“论画六法”、“论画山水树石”） 多少具有总论画学之

意：“叙画之源流”通论“画”之大意、功用；“叙画之兴废”与“叙历代能画人名”则意在画史钩

沉，并将自身写作置身于历史记述中，交代出此书写作之背景、主旨乃至意趣。余绍宋因而更

以此书“深得史迁自序之遗”，且认为“叙历代能画人名”好似目录前于小传，“犹前人叙目之

例”，“《四库》讥其繁复，疑其未及删削者，误也”⑨。而“论画六法”与“论画山水树石”两篇，则为

“总纪画法之文”⑩。至于自“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起至“述古之秘画珍图”诸篇，则每每被余绍

宋称为画史“所宜详者”、“不能不记”之事。亦即，对余氏而言，后十篇亦在总论之列，却不是因

其系统性，而是就其不宜分述、且为画史不能不记之事而被置于总论之列。在这样的理解下，

后十篇所论述之内容于画事而言似乎是相对零散的，很难统摄于一个主题之下，唯前五篇更

具通论画学之意。后十篇所涉内容对于全书而言的总要性质很难显示出来，也易被当作画事

中的小事、杂事或特例而放在一边。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篇名“历代名画记”而以“名画”之观念作为解读此书之关键，而不仅

仅着眼于对“画”的概论，则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视角，看到此十五篇实际是关乎一个统一

的主题，即“名画”。

“名画”于中国古代绘画研究而言，是至为紧要却欠缺反省的概念。自古画史画论著述不

乏以“名画”为题者，却鲜少真正考察“名画”之观念。事实上，历来人们并不特别区分“画”与

“名画”的表述，不仅此二者不作区分，又有“图”、“绘画”、“图画”、“丹青”等一系列表述交替使

用而不必特别注释，此外“名迹”、“名踪”、“古画”、“宝迹”等也时常与“名画”一词互为替代。在

这诸多表述之中，“名画”一词往往与“法书”对称，成为指称书画作品的一组常规的称谓。张彦

远既作《法书要录》又作《历代名画记》，亦是在二者对称的意义上使用了这种表述。

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以“叙画之源流”通论“画”之缘起、“画”之词义、“画”之功用，

尤以功用释画之大义。然而此段论述虽紧扣“画”论，联系全书内容看，此“画”却并非此书真正

论述之“画”，而只是“画”之一般意义。故而此篇似乎更是作者不得不为之的点题之笔，近乎套

话，而并非作者立意用功之作。如韦宾考察，“叙画之源流”内容多出于《法书要录》，且与《法书

要录》中庾肩吾《书品论》、李嗣真《书后品》、徐浩《古迹记》、张怀瓘《书断序》中的段落多有重

复，此外亦多引用《文选》、《汉书》、颜光禄语、《初学记》、《周礼》、《广雅》、《尔雅》、《说文》、《释

名》、陆士衡语、曹植《画赞》、《论衡》輥輯訛。从文本内部看，此篇虽总论画之一般意义，而这种对画

的解释却并非贯穿于后文之中，成为代表张彦远画论的核心意涵。事实上，从全书看，张彦远

鲜少真正以功用讨论绘画，也很少在如此宽泛一般的意义上讨论绘画，他真正关注的，乃是

“名画”。

自“叙画之兴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同样是论画，而“画”的意义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从标题即已可见：画既已兴，何言其废？从史实来看，一般意义的图画，既存鉴戒教化之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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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不以收集图画为娱乐的帝王亦不会轻言废弃图画，历史上也并未曾有过刻意要废弃图

画的事件发生。细究文内之意则不难发现，画之废，在于大量珍贵画作的毁灭和遗失，即“名

画”之废。事实上自秦汉以降，图画成为帝王御府收集鉴藏之物。而收集鉴藏则意味着并不是

所有的图画都在考虑之列，必是出于名手之作，才值得重价收集、藏蓄阅玩。故而关于“画”的

讨论，在此篇开端已然不再是对“画”之一般意义的考察，而是对“名画”及其鉴藏历史的追溯。

正因此故，出现在此篇中对“画”的指称也渐渐由“图画”转为与“法书”对称的“名画”（譬如“重

以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輥輰訛），又有“名手”（“南齐高帝，科其尤精者，录古来

名手，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

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輥輱訛）、“名迹”（“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

鸠集名迹”輥輲訛）以及“名踪”（“汧公博古多艺，穷精蓄奇，魏晋名踪，盈于箧笥”輥輳訛）之谓辅之。与“名

画”的讨论相伴而生的，乃是对于“名手”的记述，或录其姓名，或记其品第，又或者以名手而论

画之价格，由“名手之作”引起的围绕着“名画”的方方面面的讨论由此展开，漫布全书。

由此可见，对张彦远而言，其所真正关注的乃是已经置于题名中的“名画”，包括“名画”的

历史，历代的“名画”和名手，历代所推崇的名手的风格及其延续和变迁，“名画”的价格、收藏、

鉴识、保存和流传等等。

最为独特的是十五篇中的最后两篇“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和“述古之秘画珍图”。往往有

学者将二者与后七卷小传中所记“名画”、“名手”故事合在一起来看，因为毕竟都是对具体画

作的描述，然而此两篇独立于后七卷而被放置在第三卷末，却是耐人寻味的。此两篇的共同之

处在于画壁和古画往往作者不详，尽管寺观画壁中有不少都能记述其传说中的作者，然而众

所周知，当时的壁画创作多半是画家起稿而由工人布色完成的，仅有非常个别的壁画是画家

亲作或由画家完成较多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两篇中所记述的图画，多多少少在张彦远

本人眼中是不同于后七卷中的“名画”的，故而单列在第三卷的末尾。这也为我们考察“名画”

的观念提供了可资对照的材料，即此两种画中有哪些因素是使得它们不能够被纳入“名画”的

正常序列中去的。

二、“名画”作为“名手”之画

“名画”的观念与“名手”有着天然的不可割裂的联系。即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

中所揭示的：“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

能全部包含另一方。”輥輴訛海德格尔式的悖谬论述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即当我们

想要探究何谓“名画”时，似乎要通过“名画”的作者即画家来寻求答案，亦即“名画”之名得自

于“名手”之名。而倘若因而去追究何谓“名手”，却复又返回到画家所曾画过的画方能解释其

之所以得名的根源。故而“名画”与“名手”的关系原本即是在这样一种相互成就和规限的张力

之中。

（一）画家作为画史写作之线索

相比于西方的现代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在中国绘画传统中，在画家与作品二者之间，画家

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一幅好的作品即使再完美，若不依托画家之名，或至少标榜类似于某画

家作品，也很难成为世人眼中的“名画”。从《历代名画记》看，其对于佚名作品的评论最多地出

现于“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与“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寺观画壁中不可辨识作者的画壁至多得

一“佳”字，而多数看起来好的作品则被贴上了传为某位“名手”所作的标签；而“古之秘画珍

“名画”的观念及其美学意义———以《历代名画记》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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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价值则更多地在画外，即以图画作为地图、人物写真、器物或宫苑图样等之写貌而看重

这些图画，其关键在于“图样”的意义，并不从艺术价值方面要求必须为名手写画。故而此两部

分所记述的作品似乎与后七卷小传中所述之“名画”有些差别，这些作品是否算作“名画”似乎

有待讨论。从另一方面说，一幅作品若被贴上“名手”的标签，则即便其并非上佳之作，甚至根

本只是仿品、伪作，亦仍然可跻身“名画”之列，为人所宝藏，成为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可知，对

于什么画算作是“名画”，其作者为谁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也正因如此，中国画史之写作多半

以画家为主线。譬如谢赫《古画品录》、姚最《续画品》以及早于张彦远的彦悰、李嗣真、裴孝源、

窦蒙等所作之画评画录，皆以录画家名兼作品评的方式写作。画家是当时人们谈论“名画”的

标准和线索。

基于这样的理解，一部画史画评著录的写作，并非凡是可见之画皆可为记述之对象，而是

首要地以可以纳入写作范围的画家及其作品为考量。每一位画史的写作者因其对“名画”的不

同理解而选择其所要记述之画家画事，并将之纳入到某种秩序之中。譬如谢赫，以“六法”之说

置于《古画品录》开篇，以六法兼备者为最上，而不能兼备或于某方面较弱者依次诠品罗列于

后。自谢赫之后的诸多著录皆采用这一模式，而续写或补充谢赫所未能品评记述之后代名家

及传世作品。与张彦远同代而略早些的朱景玄亦基本延续这种标准，认为“以人物居先，禽兽

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輥輵訛，盖因人物最难，倘若人物画能够极其妙绝，则其他画题亦非

难事。故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依然以善画人物者为先、以兼通多种题材的画家为先，借

张怀瓘“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又以“逸”品列“格外不拘常法”者。

至张彦远，对于画家的理解和品评则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在卷一对画学的通论中，张

彦远于六法之外又别撰“论画山水树石”一篇，盖因六法主要讨论人物画之画法，而不能兼及

山水，而至有唐一代，特别是玄宗朝以来，画山水树石成为一时之好，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张

璪等名家辈出，对于此类画作的创作赏玩鉴藏成为一时所尚。故而在此种情形下，仅以六法诠

品“名画”已不适合，而需要更多的考量。由于张彦远距离朱景玄年代并不远，我们可以从两部

著作对唐代“名画”和“名手”的记述和品评、排序中看到这种风尚的变化，甚至可以猜测，或许

正是由于张彦远承继了张家自张延赏与李勉（汧公）以来寄怀山水、琴书相得之志趣，张家的

收藏趣味更加转向“山水树石”，与擅画山水树石的画家亦多有往来，乃至有所提携，促成了这

样一种好山水画之风气輥輶訛。如史睿所考察，“张家（即张彦远家族）及其周围的鉴藏群体的时代

正处于画史的转折点上，新的山水树石画派的生成和发展强烈吸引着他们，同时张家通过他

们的评论和品第参与并塑造了新画派，推进了新画派的提升”輥輷訛。这或许恰恰解释了为何在《历

代名画记》中，对于吴道玄这一为时人推崇的人物画大家，张彦远并未过多着墨于其人物画，

反而主要地记其山水画之创体。并且从画家的选择与排序看，张彦远不仅依序记述了世所称

道之人物画家，亦以甚至更重的分量为或许还不是那么受人推崇的山水树石画家乃至花鸟画

家作传。张彦远本人称其写作时选取画家的标准在于“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谓或人

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輦輮訛。事实上我们可以由《历代名画记》

的记述看到，一方面它突破了依人物画标准和画家序列为准则的画史写作，另一方面，它也带

有较为明显的侧重山水画的倾向性，即对画家的选择和评述皆侧重于山水树石画方面，而并

非对“但取一技可采”的画家皆同等视之。由此可见，不同于前人，张彦远对“名手”的认定有了

更宽泛的范围和更具倾向性的趣味标准。

（二）“名手”的身份

然而，能够列入张彦远考量的画家亦非仅凭一技之长。对张彦远而言，“自古善画者，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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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輦輯訛。于“叙师资传授南北时

代”一篇又云：“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輦輰訛可知对他而言，作画一事，非俗流可成，总

要是名流世家或至少是文人逸士所长。而谈论绘画，若不能于画中看出师资传授之来历，亦不

具备评论的资格。这同时也带出另一层隐含的意思，即作画亦须有来历，须有师资传授，而不

是简单任意的创作。这样一种主张或许并不完全符合画史之实情，毕竟当时绘画在很大程度

上依然有赖于画工，而不是全由名流贵胄、文人逸士所作。黄苗子即透过唐代画史著作中所列

画家姓名，推测其中如张爱儿等应为画工技匠的身份輦輱訛。

然而放在画史情境中看，张彦远的主张亦是不难理解的。作为终日纵情书画之人，他显然

不满于世人对于画家身份的轻视。在此问题上，唐初大家阎立本之故事在画史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迹。阎立本，显庆中任将作大匠，代其亡兄为工部尚书，后任右相，赐爵博陵县男。阎立本

以丹青之名而摄右相之职，这或许是他毕生成就所在，亦是其苦痛所在。两唐书并诸家画史杂

记皆有载阎立本被太宗召至春苑池边作画之事，一句“画师阎立本”道出画家最尴尬的处境。

阎由是告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

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輦輲訛。张彦远借王献之论三

国书家韦诞之故事，以为直呼画师一事非真，称：“阎令虽艺兼绘事，时已位列星郎。况太宗皇

帝洽近侍，有拔貂之恩，接下臣亡撞郎之急，岂得直呼画师，不通官籍。至于驰名丹青，才多辅

佐，以阎之才识，亦谓厚诬。浅薄之俗，轻艺嫉能，一至于此，良可于悒也。”輦輳訛然而，即使未曾直

呼画师，以当朝主爵郎中之身份独“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素，目瞻坐宾”輦輴訛之状，当时亦

已令其愧赧难当。细考阎氏家族，亦是贵族世家，阎氏兄弟并非仅凭工巧画艺而居高位輦輵訛。然而

由于擅长丹青，便使人连其身世及其他方面的才华都掩蔽了，这对于画人而言可谓椎心之痛。

在此境况下，张彦远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可以说是在为画人辩护，是在

为善画者赢得一个受人尊重的名手画家的地位，使善画、爱画之人不再被看作工匠而加以轻

贱。

另一方面，观《历代名画记》中所列画家，特别是唐代画家，亦的确多半是衣冠贵胄、逸士

高人，而较少技工，这一现象也揭示出，此时不管是在张彦远个人的观念中，还是在中晚唐的

文人社会背景中，脱离于画工、画师而又并未职业化的画人群体正在逐渐崭露头角。由于并没

有特定的职业称呼来指称，我们可以从张彦远的表述中看到他往往使用“善画者”、“能画者”

一类的称谓。一位“名手”或许能画或者善画，然而其身份却并不因此被固定在职业画家（画

师、画工）的位置上，而只是在自己其他身份和才华之外别有丹青之擅。由此可见，张彦远所认

定的“名手”更是就其在绘画方面的才华而言，并不因此而规限其身份和职业。

三、“名画”之形制

《唐朝名画录》与《历代名画记》虽然同为写作于唐代的画史画论著作，并且皆以“名画”为

题，然而二者对于“名画”的理解和品评标准却相去甚远。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较少区分

其所记述画迹的性质，比如他并不区分所记画作是画壁还是画障或屏风，是供人赏玩娱目的

作品还是存鉴戒、教化、纪事、写真功用的图画或宫苑器物图样，他本人力求“寻其踪迹，不见

者不录，见者必书”輦輶訛，力图实在地记录可见之“名画”，而避免前人空录人名而不见画作的窘

况。故而对他而言，“名画”的意义在于对应到作品，而非仅镜花水月地空论画家的画风。然而

这种情形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对于朱景玄而言，具体的画

“名画”的观念及其美学意义———以《历代名画记》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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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甚至传说中曾经有过的画，皆可视为“名画”，那么对张彦远而言，“名画”的观念又有了更

进一步的限定。

（一）“名画”与收藏

从“叙画之兴废”一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于“名画”兴废的记述是嵌入在法书名画收藏

的历史中的。在这段历史中，法书名画依图书之例，是收藏者重价求索、继而别造宫室藏蓄的。

譬如“重以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又如“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

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輦輷訛；再如“隋帝于东京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自古法

书；西曰宝迹台，收自古名画”輧輮訛。在这些描述背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名画”就其物性方面

而言，是可以收藏的，亦即是可以移动的。这样的描述虽然粗浅，但是却在当时流行的绘画形

制中划出了一道界限，即壁画与其他绘于缣帛纸素上的画作之间的分别。由“名画”兴废的记

述可见，张彦远所述古人藏蓄之“名画”多为缣帛材质，比如“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

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輧輯訛；又因此材质之故，“名画”常

常毁于焚烧，比如“魏、晋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輧輰訛。与此相比，画壁亦是唐代及

更早期绘画最为流行的形式，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唐代绘画的记载，多半都是壁画的形

式。然而壁画的特质却在于它是难以移动的，只属于其所从属的宅第、宫室或庙宇，而少为私

人藏蓄。当然也并非没有例外。比如张彦远曾记李约得萧子云壁书飞白“萧”字并送给张彦远

叔祖张谂之事，称此壁书乃是“匣之以归洛阳”，后乃“致之修善里，构一亭，号‘萧斋’”輧輱訛。又比

如，“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一篇中，标题下小字记“会昌中多毁折，今亦俱载，亦有好事收得画

壁在人家者”輧輲訛。继而在此篇中又详述：“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三两所，故名画在

寺壁者，唯存一二。当时有好事或揭取，陷于屋壁。已前所记者，存之盖寡。先是，宰相李德裕

镇浙西，创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毁，取管内诸寺壁画，置于寺内”，并录寺内所置壁画及位置輧輳訛。

由这些个例可知，在张彦远所处的时代，将壁画移至私宅或寺观加以保藏和观赏也成为一时

佳话，亦即是说，在缣帛纸素之外，壁画也存在着成为收藏品的可能，虽然只是少数。

这种情形再度使得我们对张彦远将寺观壁画与画家小传分列的做法有所理解。对张彦远

而言，列入御府或鉴藏大家收藏的那些画作，亦即以装背裱轴的形式保藏的那些画卷，是毋须

质疑的“名画”，可以直接放在以画家为序的记述中来写；而寺观壁画则较为复杂，或许有一些

具备“名画”的特征，譬如有些作者明确的画，以及上述被移置的画壁等，但是多半壁画则被视

为“画迹”，而非“名画”。这样一种分别或许是含糊的，即使张彦远本人大约也并没有一个清晰

的观念来区分这些壁画与他心目中的“名画”。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其文本中获得这样的印象，

即，“名画”乃是“名手”之画，并且往往为御府或大家所收藏鉴玩并得以传世，相反，作者不详

的画作、以画工为主要作者的画作、未曾得到收藏鉴玩的画作，则会由于渐渐消失于画史著录

之视野而消湮，不会被纳入到“名画”的范畴之下。

（二）“名画”的形式：卷轴、屏风与画障

“名画”在画史记载中多以卷、轴为单位。譬如：“南齐高帝科其尤精者，录古来名手，不以

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

听政之余，旦夕批玩。”輧輴訛又如：“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

宝焚之……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輧輵訛这一方面再度说明，张彦远

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名画”以缣帛材质为主，另一方面，此时之“名画”亦以卷、轴为主要形制。

由于此时卷轴画尚未真正兴起，在此所言之卷、轴，更应当从装背形式方面来理解。我们可以

从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宋孝武又使徐爰治护，十纸为一卷；明帝科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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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并遣使三吴，鸠集散逸，诏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更加编次，咸以二丈为度。二王缣

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五帙五十卷，并金题玉躞织成

带；又扇书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字一帙十二卷，并书之冠

冕也。”輧輶訛这段文字记述的是二王法书的收藏装背，我们可于其中看到这些卷帙乃是将所收集

到的散佚的二王书迹装背在一起，譬如十纸为一卷，每卷又有固定的长度，十二卷为一帙。由

此，亦不难理解张彦远在“论装背裱轴”篇中所描述之状况：“凡图书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

不在辄议割截改移之限，若要错综次第，或三纸五纸，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揉杂，本无诠次

者，必宜与好处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何以然？凡人观画，必锐于开卷，懈怠将半，次遇中

品，不觉留连，以至卷终。”輧輷訛同样是将所收集的不同法书名画装背为一卷。而作为“好事者”，张

彦远延虞龢旧例主张装背时须以佳者置卷首，下者次之，中者在最后，以合常人观画之习惯，

使得观画过程愉快，而画卷亦少残损。由此两例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以“卷”或“轴”所论之名画

法书，并非独立的作品，而是不同作品的编辑与收藏，甚至其中有一些只是残存的字迹或画迹

的局部。一卷之中，所集作品内容和风格应该是不统一的，或即使接近，也是由收藏者甄选诠

次，将主题或风格接近的作品装在一起，而这些作品本身却应当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出于不同

的创作意图而作的。

于这些古画卷轴之外，近代（隋唐）的“名画”仍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独立的画作呈现的，

其形式主要为壁画、画障和屏风画。其中壁画依前所述乃是“名画”观念涵盖范围较模糊之处，

暂不在本文考察之列，而画障和屏风则体现为有唐一代“名画”的主要形式。张彦远于“论名价

品第”篇称：“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

次者售一万五千。（自隋已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障，故以屏风为准也。）”輨輮訛可知在壁画之外的

画作初以屏风画为主，而至唐代，则画障较为流行。这种状况亦可以唐诗题咏来佐证。在唐诗

中不乏咏屏风画的诗作，如袁恕己《咏屏风》、李白《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白居易《题海图屏

风》等，又有题咏画障的诗，如上官仪《咏画障》，张九龄《题画山水障》，梁锽《观王美人海图障

子》、岑参《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而至中晚唐出现更多题屏风、画障诗，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诗作的作者生活在自初唐直至晚

唐五代，从此类诗篇数量看，则开天年间更盛于初唐，而中晚唐此类诗题更为普泛。这些咏屏

风、画障诗作的存在，从侧面说明，此时屏风画与画障画是极为盛行的，我们由这些诗句中甚

至还能了解到此类画作通常的主题、其展示的方式、摆设的位置，以及此类画作和观看这些画

作的活动所反映的时人的精神生活。

与前述装背收藏的古画卷轴不同，屏风或画障往往更多是在展示画作，而不仅仅是私藏

画作。故而屏风画与画障画从形制方面亦不同于前述卷轴，而往往是更接近于后来的立轴形

制。画障画可以是独幅，亦可以是多幅障子，既可单独为一幅画，合起来又组成一个主题；屏风

画则以多幅为主，譬如六扇、八扇、十二扇，偶尔也有独幅的插屏，又或者年久残损的屏风画自

屏风上取下另装作画障画，可独幅亦可多幅。此外，屏风画一般自装入屏风往往直至年久残损

方取出修补更换，而画障画则可于观画时悬挂展示，装卸比较简单。譬如杜甫《题李尊师松树

障子歌》中云：“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輨輯訛可知

画障是易于携带、可随时展示的。这种便于携带和展示的特征或许也是唐代画障画渐渐盛行

的原因。由于屏风和画障的物质特征，屏风画和画障画往往须是依据绢帛纸素尺幅的创作，而

较少像前述卷轴一样，将收集的散佚法书名画装在一起。特别是多幅的屏风和画障，画家又须

考虑组合的完整性，往往是同一主题的系列作品，譬如薛稷创“屏风六扇鹤样”輨輰訛，张璪“八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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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障”輨輱訛，又如李颀《崔五丈图屏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亦可推测每扇屏风上画一物，皆与乌孙

佩刀在同一系列，组成完整的屏风画。因此，屏风画与画障画往往能凸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并要求着画面、主题和风格的内部统一。这与前所述集中装背于卷轴中的古画有着明显的不

同。应该说，屏风画与画障画更具备艺术作品的完整性、独立性和自足性。并且由于屏风与画

障作为器具往往摆设在特定的位置，譬如殿堂、私宅厅堂輨輲訛乃至枕席旁輨輳訛，亦即相比于寺观壁

画，屏风与画障更多地摆置在较私人的空间，故而其除却器具日常的功用之外，更凸显为是为

了赏画之人的观赏而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屏风画与卷轴画，不仅从其物质形态上表现为便于

装卸、携带、收藏，从其主题和风格上更具完整性和独立性，甚至在功用上，也凸显为非功利的

鉴赏对象，非常接近于现代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对于艺术作品的描述。

（三）“名画”的观看赏鉴

供人观看，是所有图画的一般特质。然而在观看中，如何观看、为何观看，却也反过来为图

画赋予了不同的特质。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讨论了一般意义的“画”与“名画”的区别。一般而

言，人们通过观画而得教化、知善恶、存鉴戒。很多寺观壁画亦通过经变画来演绎佛经，使信众

一睹地狱之苦、遥观极乐世界之福。在这样的观看经验中，观者看到的是画中所画之事、所含

之理，而并非画本身之特质。而本文所论的“名画”之观看，则从形式到效果皆系于“画”之为

“画”之特质。

首先，依前所论，如果“名画”的特质被描述为那些刻意收藏的画作，甚至是得到精心修补

装背的画作，则观看画作的人也相应的是那些“好事者”，即爱画之人及其友人。而对于爱画之

人而言，其对于画的观看更在于对画自身的品鉴，以及对画作旨趣的欣赏感怀，用现代美学的

语言说，正是那种不带功利计较的静观式的鉴赏。而真正爱画之人对于画的观看亦非简单地

面对画作去看，而是视画如珍宝一般地去珍藏、观看、赏玩和吟咏，对他们而言，观画自有观画

的形式，甚至在文人生活中这种观画的形式都渐渐演变为一种文房雅好。

其次，观画须识画、惜画。张彦远称：“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

装褫，装褫而殊亡诠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輨輴訛对他而言，真正识画爱画之人，必于鉴识、阅

玩、装褫、诠次诸方面须兼通。不论画作状况，拿来便看，不可谓观画；若富商贵胄凡画作一贯

华丽装背，装点其居室宴饮，不可谓观画；若只重画作贵价，束之高阁，不时时展卷阅玩，更无

关于观画。相反，“好事者”对于观画则会有各种细微的要求，甚至苛刻的条件。张彦远称“非好

事者，不可妄传书画。近火烛不可观书画，向风日，正飡饮唾涕，不洗手，并不可观书画”輨輵訛，以

及，“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展观之，大卷轴宜造一架，观则悬之。凡书画时时舒展，即免

蠹湿”輨輶訛。懂得让画在好的状况下保存、展示，懂得鉴识诠次，让画在适合的秩序中、适合的环境

中展示，这是观画基本的要求。

再次，观画亦是文人生活中的一种精神上的娱乐与寄托。张九龄《题画山水障》诗云“置陈

北堂上，仿像南山前”輨輷訛，又云“对玩有佳趣，使我心渺绵”輩輮訛。这些诗句描画出当时日常的观画场

景：将画障置于北堂上，观画之人便仿佛回到了终南山。在这样的赏玩之中，观画者获得的是

如入林泉的佳趣，一时进入自己理想的山水之间。岑参《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云“富贵心独

轻，山林兴弥浓。喧幽趣颇异，出处事不同。请君为苍生，未可追赤松”輩輯訛，亦是对由观画而生林

泉之心的描述，末句则独出新意地劝诫观者莫因此而退隐，更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在观画

时的可能心境。

由这些简要的描述可见，对于“名画”的观看是与“名画”自身的形式，与“名画”的收藏、装

背、阅玩、品鉴輩輰訛系于一体的，“名画”的观念和形制恰恰是从这方方面面的细节中被具体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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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来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将“论画体工用拓写”、“论名价品第”、“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叙

自古跋尾押署”、“叙古今公私印记”、“论装背裱轴”、“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述古之秘画珍

图”诸篇与具备明显通论画学特征的几篇视为一体的原因———张彦远正是在对“名画”各方面

细节的讨论中，以前三卷的总论而勾勒出他对于“名画”的理解。对他而言，拓写、装背、鉴识收

藏购求阅玩、跋尾押署、公私印记等等并非“名画”中可以轻视的细枝末节，而本文认为，正是

所有这些环节构成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隐含的“名画”的观念。

结 语

在前面的讨论中，本文已经指出《历代名画记》与《唐朝名画录》写作年代接近，且皆采用

“名画”为题，但二者对“名画”的理解有所不同。这种情形，一方面固然有可能只是个人见解上

的差异，另一方面，从一种历史的视角看，也反映出“名画”观念的变迁。

美国学者乔迅（Jonathan Hay）注意到自晚唐至五代，相比于早前以画壁为主的绘画形式，

绘于绢帛的画作越来越多，他据此分析：“可携带性（portability）是晚唐时期装饰形式变革中的

一个主要因素。”在他看来，中晚唐的政治环境比较动荡，许多无法移动的壁画毁于灭佛和战

争，相比较而言，那些易于收藏和携带的卷轴画则比较容易躲避这些灾难性的毁灭輩輱訛。这极有

可能是促使唐代后期绘画形式转向以绢帛为主要材质的屏风画和画障画的原因之一。如果我

们借乔迅的推测进一步展开，则亦有可能的是，在张彦远所处的时代，许多画壁已经损坏。从

其对“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于部分壁画的描述更像是对传闻的

记录，并且他本人也已指出当时壁画损坏和侥幸保存的状况。许多传说中著名壁画的坏灭，以

及绘于绢帛的“名画”的保存，促使他在谈到“名画”时更多地倾向于后者，这也是一种可能的

原因。然而无论是在何种因缘际会之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绘于绢帛材

质，装制为卷、轴、屏风画或画障画形制的“名手”之作，相比于其他画迹，更加符合张彦远对于

“名画”的描述。而前述史睿所考察的张家收藏趣味及其与山水画家交往的状况恰恰能够揭示

出，作为当时本身即具影响力、且与其他鉴藏大家有着密切交游联系的鉴藏世家，张家不只是

那个时代风尚的被动追随者，亦极有可能是推动者之一輩輲訛。这种推动不只表现在他们与山水画

家的交往、对山水画作品的收购鉴藏方面，也表现在画史画论的写作和透过这种历史书写对

“名画”认识所实际产生的影响上。从这个角度说，处于画史的变革中，张彦远的“名画”观念一

方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亦有可能引导和改变人们对于“名画”的理解。

这样一种历史视角中的“名画”观念的考察，目的不在于使“名画”概念获得清晰、固定的

界定，并使之用于其他文本的分析，而是在于，将目光投向这一历来被广泛使用却含义模糊的

观念，揭示出在此观念中枝蔓丛生却又紧密勾联、成为一体的各个具体的环节，从“名画”形制

的具体演变中揭示出在其自身变迁中的“名画”观念，以及“名画”观念与画作形制间相互的影

响与促成。

①②⑨⑩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江兴祐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第6页，第7页，第7页。

③④⑤ 宗白华：《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林同华整理，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⑥ 阮璞：《〈历代名画记〉以史传之书而兼具品第、著录性质》，《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

135页。

⑦ 参见罗世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载《朵云》第六十六集“《历代名画记》研究”，上海书画出

版社2007年版。

⑧ 参见阮璞《〈历代名画记〉运用前人史料多有不实之处》、《〈历代名画记〉运用前人文献多有点窜曲解处》，《画

“名画”的观念及其美学意义———以《历代名画记》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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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丛证》，第137—152页；毕斐《〈历代名画记〉版本源流考辨》，载《朵云》第六十六集“《历代名画记》研究”；韦

宾《〈历代名画记〉文献考》，载《朵云》第六十六集“《历代名画记》研究”。

輥輯訛 韦宾：《唐朝画论考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7页。

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輦輮訛輦輯訛輦輰訛輦輳訛輦輴訛輦輶訛輦輷訛輧輮訛輧輯訛輧輰訛輧輲訛輧輳訛輧輴訛輧輵訛輨輰訛輨輴訛輨輵訛輨輶訛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美术

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第5页，第7页，第7页，第10页，第17页，第22页，第140—141页，第139页，第4页，第4

页，第5—6页，第4页，第4页，第48页，第62页，第5页，第6页，第148页，第33页，第35页，第35页。

輥輴訛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编译《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輥輵訛輦輶訛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于安澜编著、张自然校订《画品丛书》一，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第87

页。

輥輶訛輩輲訛 参见史睿《唐代两京的书画鉴藏与士人交游———以张彦远家族为核心》（载《唐研究》第二十一卷，2015年）

对张家及其周围鉴藏家与山水画家交游之考察。

輥輷訛 参见史睿《唐代两京的书画鉴藏与士人交游———以张彦远家族为核心》。

輦輱訛 黄苗子认为：“关于吴道子的弟子是美术的专业职工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名字———‘王耐儿’、‘张

爱儿’等不像文人士大夫（……），同时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是一些寺庙的壁画和雕塑。”又：“例如王奴儿、刘杀

鬼、刘乌贼（唐李斯真《续画品录》），王陀子、董奴子、陈净心、陈净眼（《唐朝名画录》），潘细衣、毛婆罗（《历代

名画记》）等，我们有理由从名字上猜测他们都不会是文人士大夫画家。”（黄苗子：《吴道子事辑》，《艺林一

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2—283页。）

輦輲訛 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七“阎立德”条（《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0页）。

輦輵訛 阎立本与其兄阎立德及其父阎毗，传皆见于正史列传，在此谨引用一小段《隋书》中的记载即可知阎家身世

之显赫：“阎毗，榆林盛乐人也。祖进，魏本郡太守。父庆，周上柱国、宁州总管。毗七岁，袭爵石保县公，邑千

户。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

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仪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94页。）

輧輱訛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7—8页。对此事之更详细的记述又可见于《法书要录》卷三“崔备壁书飞白萧字

记”、“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记”、“大父相国高平公萧斋记”三篇文字。其中，“大父相国高平公萧斋记”一文中记

述了构建萧斋之细节：“君（李约）与字俱载舟还洛阳仁风里宅第，思所以尽其瞻玩，藏置之宜。谓箱椟临视不

时，又有缄启动摇之变，遂建精室，陷列于垣，复本书之意，得遥睹之美。”（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武良成、

周旭点校，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112页。）

輧輶訛輧輷訛輨輮訛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法书要录》，第120页，第46页，第32页。

輨輯訛 参见孔寿山编著《唐朝题画诗注》，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輨輱訛 张彦远记述：“璪以宗党，常在予家，故予家多璪画。曾令画八幅山水障，在长安平原里，破墨未了，值朱泚乱，

京城骚扰，璪亦登时逃去。家人见画在帧，仓忙掣落。此障最见张用思处。”又：“又有士人家有张松石障，士

人云亡。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裹矣。唯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

作《绘练记》，述张画意极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161页。）

輨輲訛 譬如杜甫句：“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孔寿山编著《唐朝题画诗注》，第111页。）

輨輳訛 譬如李白《巫山枕障》（孔寿山编著《唐朝题画诗注》，第92页）。

輨輷訛輩輮訛輩輯訛 孔寿山编著《唐朝题画诗注》，第52页，第53页，第103页。

輩輰訛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及讨论跋尾押署、公私印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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